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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０四年八、九月間，行政院院長游錫堃在訪問中南美洲的多明尼加、宏都拉斯與尼加拉瓜等三友邦期間，以「Taiwan, ROC」做為中華民國的英文稱號。陳總統在同年八月底出訪巴拿馬前，新聞局與外交部明確要求友邦國家在我國訪問團的名牌上，以ROC (Taiwan)為名，避免與對岸的PRC混淆。
紛爭已久的台灣「正名」問題，再度受到重視，民進黨政府決定順勢改變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稱號，行政院宣佈，未來對外文件有關國號的稱謂，將改以「中華民國（台灣）」。外交部部長陳唐山於二００四年十月九日與查德共和國外長亞瑪舒（Yamassoum）所簽署的聯合聲明中，首次使用「中華民國（台灣）」。
同時，在2004年完成總統大選後，二００六年修（制）憲的議題也已提上日程。
喧擾多時的國號問題，似乎在加入「台灣」後，得到確認，此一轉變對台灣的國家認同與自我定位，應是一最新的註腳。修憲工程，又將中華民國的政治制度，和國家認同的複雜問題加以關聯。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國家認同是形成一個國家的心理要素，也是政治社會化所強調的主要內涵。一般而言，人民的國家認同乃是一種假定或原始的信念，不致成為社會議題，或政治動員的焦點，反之，當國家認同成為社會議題或政治動員的動力時，表示國家認同可能出現了危機（徐火炎，1996：90）。台灣自蔣氏父子時代的追求統一，在經過李登輝時代的「台灣優先」及民進黨與台聯黨的影響下，國家認同已出現改變，有人甚至以危機形容（Chao, 1994: 1-13）。蔣氏父子時代，以建設中華民國作為國家統一的目標，希望兩岸人民共同服膺中華民國的政治制度，其以政治力塑造制度認同的作法極為明顯。李登輝總統尊重中華民國的政治度安排，但要求大幅修改，並對未修改的部分，重新詮釋其意涵，至陳水扁總統時代，進一步確認兩岸分屬不同主權和政治制度的規範，並要求台灣地區人民，對於中華民國制度安排不及於大陸地區的事實，進行確認。

自撤退來台至一九七一年間，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爭中國代表權，終於退出聯合國並和美國斷交，台灣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拒絕移除兩岸間的路障，至一九八一年主政的國民黨，通過「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決議案，不論哪一階段，台灣皆以「 一個中國」政策面對大陸（台灣主權論述資料選編編輯小組，2001：4），未曾宣佈放棄對中國大陸的主權。但在李登輝主政時期，國民黨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內涵開始發生改變，先後提出「一國兩府」（並未正式提出）、「一國兩區」（一九九０）、「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一九九一）、「一個中國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一九九三）、「一個分治中國」（一九九七）與「特殊國與國關係」（一九九九）等主張（台灣主權論述資料選編編輯小組，2001：6），至陳總統在二００二年八月提出兩岸「一邊一國」的主張，台灣的官方政策不再認同一個中國。此一變化，說明長久以來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無法以主權獨立國家自許，在兩岸間不斷尋找新的定位的尷尬局面（Hughes, 1997: 152）。但年來「對等政治實體」的提法，已不能滿足台灣民意的需求，有逐漸轉為「對等國家」的趨勢，學者將此困境以「半國家」（intermediate state）形容之（Hughes, 1997: 129），台灣人的國家認同發生變化，勿寧是台灣民主化對兩岸關係造成的最大影響。

對中國大陸而言，台灣不僅是中國的一部份，更是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極力擺脫列強壓迫，並逐步恢復中國國際地位的象徵，這種認知，使得任何支持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行為，都將難以獲得認同（Jia, 1995: 100-101）。兩岸問題披上了反帝反霸的神聖外衣（Shih, 1995: 182~182），使得北京立場趨於僵化。台灣內部的國家認同的轉變，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發生了相互激化的效應（趙建民，1998：54-71），使得認同問題成為決定兩岸關係前途的關鍵。

本文擬自制度層面，解釋當前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並據以探討自李登輝至陳水扁時代的國家認同走向，以及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貳、制度認同的意涵

「認同」（identity）的形成，是經過不斷的自我省思「我是誰」以及「他是誰」的結果，牽涉到社會心理學中所探討的認知、理解及符號等形成的過程（葛永光，1993：45-46）。而「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爭議很多，主要因為英文中nation的多重含意，引發民族認同或是國家認同的爭辯。學者韓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美國的國家認同，由早年的相對單純的歐洲移民，加入來自全球各民族的移民後，逐漸喪失對於種族（race）、族群（ethnic）、文化（culture）的認同，轉向仰賴全體美國住民的政治認同（見表1）（Huntington, 2003: 39）：

表1：美國國家認同變化表

族群        種族        文化              政治

1607-1775     是          是          是                否

1775-1940     是          是          是                是

                                                (except 1840-1865)

1940-1965     否          是          是                是

1965-1990     否          否          是                是

1990-         否          否           ?                是

資料來源：Huntington（2004: 39）。
政治認同指的是被治者對於該國的政治制度與運作安排的認同，韓廷頓的研究，顯現制度認同對於維繫國家認同的重要性。近年來台灣內部統、獨的爭論日趨激烈，在意識型態和選舉的雙重考量下，台灣社會的分化加大。政治認同的問題，也是國家認同的核心部分。
每個團體都有認同的問題，除了具有自我認知的效果外，認同也是用以辨識「我群」和「他群」的標準（Huntington, 2003: 21）。自兩蔣以來，中華民國的制度認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度認同，一直處於尖銳對立的狀態，透過政治社會化的教化，台灣住民清楚的知道「我是誰」，也知道「我不是誰」及「對抗的是誰」。此一政治認知所凝聚出來的國家認同，是建立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政權合法性，以及追求中國再統一（reunification）的基礎之上的。至李登輝總統時代，在本土化波浪的引導下，開始修改並重新註釋中華民國的政治制度設計，至執政末期，「去中國化」的論述出現，希望引領中華民國走出傳統中國的陰影，以建立台灣主體意識與認同為目標。陳水扁總統進一步將中華民國憲法中，與中國有關的制度與立憲精神，與中國大陸做出區隔。新一輪的政治社會化，使得台灣人民對「我是誰」，「我不是誰」及「對抗的是誰」的看法，與前已大不相同。這種轉變造成台灣的政治制度認同，與兩蔣時代呈現完全不同的內涵，在中共始終不放棄併吞台灣的前提下，兩岸關係漸行漸遠，台灣主政者似乎也有意利用中共的壓力，塑造台灣與大陸分屬兩個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政治實體甚至是不同國家的認知，進一步確立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事實，顯見制度認同的轉變在兩岸關係中的重要性。

民進黨政府提出於二００八年前完成修憲或制憲的主張，其結果可能引發台灣民眾制度對認同的進一步轉變，這種轉變將如何衝擊兩岸關係，實有待深入觀察與研究。

國內學者江宜樺（2000: 6-7）認為國家認同指的是「政治的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 of a polity)，
國外學者Ross Poole（1999: 43）則以道德倫理與政治成分的多寡，將之分為寓政治意涵的civic nation和不寓政治意涵的ethnic nation，可見在中文中，national identity具有「國家認同」的政治意涵。本論文採用二位學者的觀點，將國家的歸屬感，界定為「對中華民國的制度認同」。

一般而言，學界對於台灣國家認同的討論，約略可歸納為下列三種途徑：

一、族群論述

自族群的角度解釋國家認同問題的討論最為普遍，立論基礎大體以「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為判定標準。部分論者爭辯台灣住民雖多數移民自中國大陸，但經過數百年的演變，已逐漸發展成為與「中華民族」分庭抗禮的「台灣民族」，進而推論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另一些學者則爭辯台灣住民仍是「中華民族」，所以兩岸仍有統一的基礎。

學者吳乃德（1996: 5）強調，民族認同是國家認同的基礎，張茂桂（1998: 101）亦持相似看法，認為在台灣特有的歷史系絡中，族群問題對於國家認同具有特殊的影響力。反之，以台灣民族就是中華民族，兩岸人民血濃於水的論述，已廣為大眾所熟知，這使得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幾乎等同於族群問題。然而，不同族群固然可能有不同的國家認同傾向，但是此一分法並不絕對，而「台灣人」和「中國人」的稱謂，涉及歷史與文化淵源，也不必然有政治認同的意涵。

二、自國際法以及台灣的國際地位為基礎的論述

台灣國際地位的歸屬，是否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依『開羅會議宣言』和『菠茨坦協議』的精神，歸還給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或是因為其後簽訂的『舊金山對日合約』中，因無明確說明日本放棄台澎後的歸屬，使得台灣地位未定？台灣是否是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些問題的爭論很多。
傾向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士，認為『開羅宣言』、『波茨坦協定』、以及一九五一年簽訂的『舊金山對日和談』，雖規定日本放棄對台、澎的主權主張，但卻未規定放棄後的歸屬國，台灣主權未定，只能說屬於全體台灣人民（姚嘉文，2001）。學者許宗力（2000）認為台灣主權歸屬爭議極大，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即使『舊金山對日和約』和『中日和平條約』未將台澎主權交給中華民國，但依國際法「統治時效」原則，中華民國在台灣享有主權殆無疑義（張亞中，1998）。丘宏達（1995）自國際法層面主張台灣主權明確屬於中華民國，鄭海麟（2000）以國際法的觀點，認為台灣在國際法中的主權不被國際社會所承認，台灣必須面對這種事實。以國際法觀點詮釋台灣地位與主權歸屬問題，固有正本清源的效果，但是相對的比較忽略台灣人民對於台灣地位的主觀感受。

三、文化論述

另外有些學者自兩岸文化是否系出同源，作為探討台灣國家認同的基礎。不同立場的學者，據以強化既定的國家認同取向，主張兩岸終究要統一者，強調兩岸文化同源，如郭俊次（2001）認為兩岸文化的割裂易於造成台灣獨立，支持獨立者則強調兩岸文化各有所本，發展道路已然不同，學者盧建榮（1999）強調建立文化認同有助於族群與國家認同的建立。文化論述涉及一般的生活習俗和價值取向，易於展現民族情感，但文化認同畢竟與政治認同不可同日而語。 

對於前述三種國家認同的論述方式，有的學者認為單一面向足以表達台灣內部有關國家認同的變遷，但也有學者認為必須兼顧三者，否則不足以呈現全貌，雙方各有堅持，也各有立論基礎。本文迴避前三種途徑，自制度主義切入，以對現行憲法中有關制度和立國精神的修訂與政治人物的註釋，作為分析當前國家認同的指標。

所謂制度認同並不侷限於客觀國際法上有關台灣國家地位的爭辯，也不止於憲法對國家制度的硬性規定，還包含主政者根據本身對台灣所處現實的理解，希望以改革政治制度的方式，達到塑造國家認同的目的，此一政治工程涉及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尤其是與大陸關係的發展，這種制度與認同之間的關聯，才是本文探討的對象。

以制度途徑解釋認同，其中所謂的「制度」，自然以國家根本大法中有關國土範圍、立國精神及未來發展方向的相關規範，最具代表性。根據契約論的精神，憲法的制定基於被治者同意的原則，具有賦予統治者統治合法性，以及規範政治人物、政府與人民的行為等作用（呂亞力，1989：90-91）。因此，憲法規範的制度安排與國家發展的目標，也就是台灣民眾對於當前制度的認可與認同的檢測對象，本文乃以憲法及相關制度的修訂，作為討論制度認同的重點。

参、兩蔣時期的「泛中國制度認同」

一九四九國民政府退居台灣後，以黨政機器宣教統一政策，在政治力的強力推動下，台灣住民逐漸認同中華民國制度，達到制度認同與國家認同合一的目標。其時兩岸制度之爭極為激烈，除少數人（如台灣共產黨的支持者和極端台獨份子）外，多數住民在國民黨政府的領導下，並無國家認同問題。就制度認同面而言，兩蔣的作法是：塑造新的「泛中國」制度認同、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度，使得兩岸在國家認同問題上是處於競爭的地位，並壓制台灣內部對中華民國制度認同持不同意見的人士。
兩蔣自大陸撤退台灣，對外以中國唯一合法的政權自居，對內則堅持反攻大陸政策，捍衛中華民國憲法法統，採用國際政治學中的內戰理論（張亞中，1998：57-58），視中共為叛亂團體，頒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堅持「漢賊不兩立」，全面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制度安排，其所展現的，是「泛中國」的制度認同，對「萬年國會」問題，選擇局部增補選而非全盤改選的策略，對憲法的修訂，也以具有過渡性質特別法的臨時條款的方式處理，迴避觸動代表中國國家認同的制度性基礎。

為維護此一「泛中國」的制度認同，同時為了因應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挑戰，蔣中正遂根據民國五十五年國民大會增訂臨時條款之授權，交由國家安全會議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公職人員增選補選辦法』，於民國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正式公布，開始實行國大、立委及監委的增額補選；復於民國六十一年修訂憲法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讓總統不受憲法限制，有權辦理中央民意代表在自由地區之增額選舉以及華僑地區之遴選，以增補因年老凋零造成代表「泛中國」國會制度之弱化。這種「泛中國」制度認同的構建，在蔣經國總統於民國六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宣佈的四點基本國策中表露無遺：第一、中華民國憲法所規定的國家體制絕不改變；第二、絕不放棄反攻復國的總目標；第三、始終站在民主陣營的這一邊，絕不同任何共產政權、集團來往；第四、對竊據大陸的匪偽政權絕不妥協，而且要奮鬥到底，達到我們統一中國的目標（行政院新聞局，n.d.：126）。此一政策宣示，代表兩蔣時期推動建構中華民國制度認同，以及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度認同的決心。

雖然兩蔣政府強力對台灣民眾進行「泛中國」制度認同的教化工作，但是面對中華民國並未統治大陸地區及外交局勢日益窘迫的事實，台灣內部開始反思涵蓋大陸地區的制度認同的合理性，部分人士對蔣氏父子創建的制度採取消極抵抗態度。然而在國民黨強有力的鎮壓下，異議活動並未造成重大影響，如《自由中國》雜誌負責人雷震，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並在蔣中正政府的默許下，對施政提出有限度的批判。但自一九五０年代中期以後，《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言論開始轉向，由原先對中、俄共的批判，轉移至對台灣政治制度的檢討，造成與政府的疏遠和對立（齊光裕，1996：264-268）
。一九六０年九月四日，雷震以及《自由中國》編輯傅正等人，被政府以叛亂的罪名逮捕，使得自一九五０年代逐漸升起的反對運動歸於沈寂（黃德福，1992：41）。

兩蔣時期另外一種國家認同亦即台灣獨立的主張，亦開始浮現。如一九六四年彭明敏與謝聰敏、魏廷朝的「台灣自救宣言」案，遭國民政府鎮壓。七０年代起有一連串的黨外抗爭，如一九七五年年十二月的中央增額民意代表選舉，有黃順興、康寧祥、許世賢等人以「黨外」名義參選並告當選，至一九七七年，康寧祥開始串連全台的「黨外」勢力，意圖將「黨外」轉變成政團或政黨的雛形（齊光裕，1996：495），一九七九「黨外」勢力創辦「美麗島」雜誌，反映「台灣意識」，否定中華民國的制度，逐步走向台獨（葛永光，1993：127-132）。但整體而言，兩蔣時代制度認同雖遭受局部挑戰，但仍穩固而難以撼動。

肆、李登輝總統時期的「本土化制度認同」

李登輝接任總統後，逐步進行制度認同的轉變工程，加入「本土化」的內容，其中以修憲及凍省的爭議，最具指標性意義。

一、修憲

根據一九三三年簽訂的『蒙的維都國家權利義務公約』(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作為國際法人的國家，應具備固定的居民、一定界限的領土、政府以及和其他國家交往的能力（有些學者將之稱為主權或獨立）等四要素（邱宏達，1995：172-173）。根據前述國家構成的要件，不論在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前後，或一九九一年中華民國修憲前後，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完整而獨立的國家，殆無疑義。自制度認同的角度而言，值得爭議的是，一九九一年的修憲，對中華民國的國民、國土與政府的有效統治是否造成解釋上的變化？修憲前後的中華民國是否為同一個國家？若修憲的結果，造成如部分學者所稱的新的國家的話，台灣人民對於此一新國家的制度認同如何認定？民國八十九年四月第六次修正通過的十一條憲法增修條文，理論與實務界對其所產生的制度性規範，出現了不同的解釋。

（一）領土

原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五款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不得變更之」。顯然在疆域的規定上，憲法的修訂並未有所觸及，仍然包含中國大陸和外蒙在內。但卸任後的李總統，在他所撰寫的「亞洲的智略」一書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修憲條文中有關『中華民國的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並未明示疆界範圍，目前台灣有效支配的地域為臺、澎、金、馬。我們也可以說，這就是國家的領土範圍，並不需要特別修訂憲法來界定國家的領土，以免以憲法重新界定疆界，刺激了美國和中共，使他們採取某些（不利於台灣的）行動」（李登輝、中嶋嶺雄，2000：41）。李登輝的意思，是修憲後的中華民國領土已經實質改變，侷限在台澎金馬地區，但為了不刺激中共與美國，徒增處理上的困擾，所以維持憲法原文，但內涵卻可以經過詮釋而有所改變。

李登輝總統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接受德國之聲 (Deutsche Welle) 廣播電台訪問時，發表了眾所矚目的「兩國論」聲明，進一步闡釋此一具「本土化」意義的制度內涵（行政院陸委會，1999：2）：

我國並在一九九一年的修憲…將憲法地域效力限縮在台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使[台灣]所建構出來的國家機關只代表台灣人民，國家統治的正當性也只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陸完全無關。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的相關規定，總統是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民國，李登輝以總統的身份宣示「兩國論」，其實就是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對外宣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由過去「對等政治實體」的關係，轉為對等的「國家對國家關係」。更重要的是，李登輝是獲得台灣多數民意支持，由台灣人民所選出的總統，因此其所作的政治宣示，理論上也是代表台灣的多數民意。此外，李登輝於宣布「兩國論」後強調：憲法增修條文第一、四條明定立法院與國民代表大會民意機關成員，僅從台灣地區選出，民國八十一年的憲政改革，更進一步於增修條文第二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台灣地區人民直接選舉，使所建構出來的國家機關只代表台灣地區人民，國家權力的正當性也只來自台灣地區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陸無關（李登輝，1999：326）。換言之，對李總統而言，自一九九一年修憲並對相關的法律進行修訂後，中華民國憲法所規定的領土與主權，已不包含中國大陸，僅及於現今中華民國事實統治的台澎金馬地區，既不包含大陸，也不被大陸包含，兩者是相互獨立的關係，中華民國已事實改變。

此一對「固有疆域」之狹窄解釋，顯然與一九九一年修憲前中華民國憲法所規定包含中國大陸在內的「固有疆界」內涵不同，前後兩個中華民國的區別便顯現了出來。 

（二）居民

憲法第二條規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六次修憲，始終沒有更動既有憲法的相關規定。

但是經過李登輝以總統身份重新詮釋中華民國領土所涵蓋的範圍，以及總統、副總統、國民大會與立法委員的權力來源為中華民國事實統治的台澎金馬後，領土範圍明顯縮小，在國籍的有無為認定國民資格的基本要件下，修憲後的中華民國國民，自然也僅限於台澎金馬地區及其他符合特定條件規定（如歸化入籍）者，國土範圍外的居民，包含他國及大陸地區人民，因並未居住於中華民國有效管轄的國土範疇內，若也不具有歸化為中華民國國民的特殊條件，自然就被排除在中華民國國民的範圍之外。因此，修憲後中華民國的「人民」組成，也因領土和主權在界定上的改變而改變。

對領土和人民概念重新詮釋，固有其說服力，此乃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改變中華民國有效管轄的必然結果。然而，憲法第四條對「固有疆域」的文字畢竟維持不變，有關「人民」的界定，又涉及文化、血緣和種族的淵源，一時之間也難以定論，自然給予新認同論者要求進一步修憲和強化認同的口實。

（三）有效的管轄權

有效的國家管轄權，指的是「國家對內可以有效的維持秩序，對外可以抵抗第三國對於國內事物的侵略，也可以有能力遵守國際法的規則」。依據國家承認的理論，國家的承認有「構成說」（constitutive theory）及「宣示說」(declaratory theory) 之別，「構成說」認為只有承認的行為才能創造國家的定位，而「宣示說」則認為有客觀的事實存在就可以構成國家，承認只是對客觀事實的確認（廖福特，2000：290）。
一九九一年修憲前，中華民國早已存在，不僅在宣示意義上具有國家的事實，且在國際上獲得為數不少國家的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對內維持秩序，對外遵守國際規約法則，防止他國侵擾。簡言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不僅符合國際法的相關界定，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實際上也充分展現其「有效的國家權力」的能力。

一九九一年的修憲後，廢除戡亂動員臨時條款，憲法增修條文因而出現第一條、第二條、第四條規定之國民大會代表、總統、立法委員均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出之規定。
部分學者認為，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物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明確指出兩岸人民的權利關係由法律定之，但對大陸地區人民的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相關事物，則放棄規定，憲法的適用地區，已縮至臺、澎、金、馬，不再包括大陸（許宗力，2000：132），顯然，修憲之後中華民國政府的最高權力來源，及有效管轄權都限定在台、澎、金、馬地區，明確地與中國大陸地區有所不同。

一九九一年的修憲，明確表達了中華民國憲法效力不及於中國大陸的事實，等於承認國家處於分裂的狀態，而分裂國家（divided states）在經過長期事實分裂後，是否會導致法律上的分裂，就此而言，分裂雙方的主觀意願非常關鍵（張亞中，1998：55）。檢視過去自兩蔣時代到李登輝時代的轉折，面對國家的分裂，不同的統治者展現不同的主觀意願。李登輝推行本土化政策後，逐漸拋棄對國家統一的堅持，認定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有其認同取向。也因為主政者的主觀意識發生變化，使得兩岸關係出現異於以往的發展。是以，支持台灣獨立者，認為一九九一年修憲後，憲法的適用效果已有所不同，造成領土範圍及憲法實施地域的變更，與原先國家已經有異，形成兩個或多個國家的事實（黃昭元，2000：14-16）。

前述推論，雖然都認定自一九九一年修憲後，台灣的地位已與大陸不相隸屬，成為各自獨立的兩個國家，但反對者的論述在力道上亦不遑多讓，如蘇永欽教授依據大法官於一九九八年四八一號解釋中提及「轄區不完整之省」的概念，以及一九九八和一九九九年認定大陸人民可依憲法第十條規定「入境自由」，及高等法院在民國八十九年的一件刑事判決中主張我國未放棄對大陸主權，所以追訴權及於大陸的立論，提出「轄區不完整」、「治權縮收而主權未縮收」等理論，認為兩岸的現況更接近「特殊的國內關係」。

兩方論者各自引經據典，言之成理，但雙方的立論依據，明顯地出自法律途徑，未能顧及國家與社會之間，亦即統治者與被治者的角色，做為支持有效國家權力的基礎。雖然法律途徑部分地考慮了政治領袖的意念，但對於人民的意向以及政治社會化的解釋卻嫌不足。一九九一年修憲後，中華民國實際所管轄的領土、國民及有效的國家權力，都侷限於台、澎、金、馬地區，加上主政者李登輝對台灣主權的傾向，可以說，在主觀的認定上，已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國家間的區隔，在李總統主導下，主流民意也朝此方向聚合，進一步確立了中華民國國家權力侷限在台澎金馬地區的定位。

    自領土、居民及國家有效統治權等構成國家的要件分析，可以發現一九九一年修憲後的中華民國，顯然與修憲前的中華民國已是名至而實不歸，李總統以制度塑造國家認同的作法，達到若干效果。

二、凍省

二次大戰結束後，政府於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公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設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隸屬行政院，為臺灣省最高行政機關，台灣正式成為中華民國的一個行省。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將之視為復興基地。為展現光復大陸的決心，並維持中華民國政府組織的完整，以利在國際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旋，使得在台灣這塊狹小的土地上，同時存在有中央、省（市）、縣（市）及鄉鎮等級政府。因地狹人稠，加上一九六０年代後經濟快速發展，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壓力下，台灣的行政組織出現疊床架屋之窘態，為提升行政效率，遂逐漸興起精省考慮。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召開的國家發展會議，與會代表針對「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及行政區域與政府層級之調整」，形成共同意見，包括：一、調整精簡省府功能業務與組織，並成立委員會完成規劃及執行，同時自下屆起凍結省自治選舉。二、取消鄉鎮市級之自治選舉，鄉鎮市長改為依法派任。三、縣市增設副縣市長，縣市政府職權應予增強。四、地方稅法通則、財政收支劃分法應儘速完成立法或修正，以健全地方財政。在國民黨與民進黨各有所圖以及新黨退席情況下，
國民黨、民進黨兩黨國代，終於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六日的第四次修憲中，聯手完成「凍省」（正式名稱是精省，但實際結果卻是將省政府功能凍結，因此稱凍省更為貼切）修憲，
行政院院長依規定於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底至八十八年六月將省府改制為行政院派出機關，完成第一階段凍省。
從此，中華民國政府體制中的「省」，實質上不復存在。

贊成凍省者雖以提升行政效率為由，主張凍省可精簡人力、業務裁撤、簡化、移撥與調整，
凍省是整體政府再造工程的一環，而非僅作單一行政層級的考量，
也有人認為凍省可以避免因行政區域高度重疊而發生省長民意基礎超越總統民意基礎的「葉爾辛效應」，
以致錯亂了行政倫理，或認為由於大陸與台灣客觀政治形態不同，台灣不該使用源自大陸的省級行政架構，以及台灣地區都市化、經濟、交通、資訊等的快速發展，配合當前政經發展，應該要凍省以符合現況所需等。
這些說詞雖不無道理，但凍省內部隱含改變政治認同的意思，卻也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支持台灣獨立的「台灣人教授協會」於凍省修憲方酣之際的一九九七年，公開發布「支持凍省、公投入憲」聲明，認為該階段的憲改應有利台灣形成獨立國家，所以應「徹底凍省，不應讓省成為自治法人，亦不應讓省仍為縣市政府的自治監督機構，以達到最終之廢省目標」。
台獨聯盟也持相似的看法，認為「修憲凍省不等於廢省，有可能回復前省長官派舊觀，地方自治權大減退」、「台灣省還是地方自治監督機關，台灣省級依然存在。應再徹底廢省，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而主導凍省修憲的前總統李登輝，在卸下總統職位後公開宣示，所謂「台灣省」是以中華民國支配地域仍及於大陸為前提的行政組織，「台灣省」只是廣大的中國大陸的一個行政區域（李登輝、中嶋嶺雄，2000：56）。所以，台灣省的繼續存在，就等於中華民國代表包含大陸地區的法統繼續存在，也代表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持續表達要恢復大陸與台灣地區主權與治權的企圖，反之，若無台灣省的存在，則中華民國就不再代表整個中國，沒有「省」的中華民國，將可進一步與過去代表整個大陸的中華民國做出區隔。依此，「凍省」所代表制度認同的轉變，不僅是制度的調整，也是寓含否定過去制度，創造新的制度安排與認同的政治舉動。

更重要的是，「凍省」對依據孫中山先生理念所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造成相當的抵銷效果，對當前若干人士提出制定「新憲法」運動難免產生預置效果，修改後的中華民國憲法，拋棄台灣是中國一個「省」的思維模式，進一步與一九九一年修憲前的中華民國有所區隔，使得一個獨立國家制度認同的理念更加落實。

將國土的概念侷限於台、澎、金、馬，形成與修憲前在含意上截然不同的中華民國，此與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差異更加明確，在內涵上補充了兩岸作為兩個不同國家的論述，台灣並依據一九九一年修憲的結果，開始進行一連串新的國家層級的選舉。一九九六年的總統直選，台灣人民依據修憲後的遊戲規則，進行了中華民國國家範圍與權力來源的重組，民主化為新制度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礎。

李登輝時代的修憲，已經隱見台灣在法理上與大陸分裂為兩個國家的寓意，「兩國論」的發表，則將此一思維推向最高點。「兩國論」代表了李登輝所主導的修憲的政治意義，充分凸顯主政者對修憲所代表的制度變革與制度認同的期望，其中包含了台灣必須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政治企圖。

在李登輝的認知中，台灣在一九九一年修憲前，就應依據實際的狀況，明確的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地位，同時宣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就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自中華民國分離出去的一個新國家（李登輝、中嶋嶺雄，2000：42）。台獨支持者也認為一九九一年的修憲，已將台灣的現狀與兩岸關係的定位寫入憲法，一九九九年李總統的「兩國論」的發言，只是對台灣現狀及憲法上兩岸乃「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定位所做的現狀描述 (status quo)。
持此信念者認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領土範圍，現實上只有台灣及其鄰近島嶼，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與一九一二年成立之中華民國差異甚大，可以說「中華民國在台灣」確實是一個與「一九一二年在中國成立的中華民國」不同的新國家。
兩個新、舊國家隔台灣海峽同時存在，兩邊各自為政，台海間的關係，早就是兩個國家的關係。李總統認為，在一九九一年修憲後，這種國與國的關係更加明確，但兩岸囿於各自國內與國際的現實，雖不容許台灣明確宣示分離與獨立，但是，自台灣的立場而言，兩岸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兩國論」的提出，明確地將中華民國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的規劃，由兩蔣時代「漢賊不兩立」、「中共是叛亂團體」、「兩岸必將重新統一在中華民國政治制度之下」，向不相隸屬的兩個國家的方向推進，這種推進也是李登輝主政下的國家認同轉變的主要方向，也是「兩國論」的精髓所在。

對持新主權論者而言，一九九一年的修憲，已經使「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領土、主權、人民，乃至於政府的正當性基礎，都已與一九一二年孫中山先生所締建的中華民國有異，成為「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中華民國已進入「第二共和」（黃昭元，2000：9）。李登輝以總統身份做出「兩國論」的宣示，部分論者認為這是總統對於憲法適用的解釋，這種解釋不僅代表總統個人的政治意見，因為總統對於憲法所為之解釋，是一種「有權解釋」，雖然對憲法的適用不具最終拘束力，但卻可以影響並約束總統權力所及的行政部門，使其據以作出相對的回應（黃昭元，2000：5-6），因而使得政治制度的運作與人民的認同，與大陸的距離加大，讓中華民國政府的施政與自我認定，逐漸向獨立國家的方向移動。總統直選後李總統代表多數民意，「兩國論」的宣示，似乎又等於是台灣主流民意的表現。

曾以官方代表立場替「兩國論」辯護的前陸委會主委蘇起，
在卸下陸委會主委後，表示「兩國論只是浮在水面上冰山之一角，水面下還有一連串關連的龐大體系，包括消滅國統綱領。國統綱領有「一中」又有「統一」，已經被視為罪惡之大成，因此將由『兩岸關係綱領』所取代，所有國統綱領名稱及其內文以及任何含有國統綱領的政府出版品，皆將被停用，如一時不能廢，就先弱化，再下一步就是停開國統會……下一階段是修憲，將兩個國家納入憲法，並展開全面修憲工作」（陸鏗、馬西屏，2001：171）。根據蘇起的說法，「兩國論」的最終境界，就是海峽兩岸互相承認對方的主權國家地位。其最重要的配套設計是修憲和修法，而修憲最重要的是將憲法第四條有關領土的規定，從「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疆土，非經國民代表大會之同意，不得變更之」，改為「中華民國領土為本憲法有效實施地區」，其次主張在憲法中放進公民投票的法源，然後再將憲法增修條文前言中「因應國家統一前」的文字刪除，並再度修憲，讓台灣進一步獨立、進入新共和，奠定更堅實的基礎（蘇起，2003：86）。此一說法，再次證明李登輝時代的修憲，不僅是制度運作的需求，更含有政治意識型態的用意。

「兩國論」明確表達台灣獨立的政治傾向，已為持不同立場的諸多論者所確定。
在「兩國論」提出前後，台灣內部的各類民意調查顯示，台灣民眾認同「兩國論」的比例極高（支持者從最低的43％至最高的81.8％），反對的聲音並不太多（從最低的13.6％至最高的29.6％），
顯然，在國家認同的表現上，「兩國論」相當程度地與台灣民意的走向相契合。

台灣民意傾向支持「兩國論」的表述，也可由當時民意對李登輝所提「兩國論」的指責中，是否支持該一提法是違憲行為得到印證。「兩國論違憲」的提法，凸顯此一論述對於當時憲法制度認同的挑戰，若「兩國論」確屬違憲行為，但卻獲得台灣民意的支持，顯示民眾並不反對李登輝對現行憲法體制的破壞，這種結果，顯示台灣民眾對於制度認同，已由與大陸爭奪正朔的「泛中國制度」傳統，轉向認同台灣本土的政治制度安排。二００四年十月，李登輝公開宣稱中華民國憲法內容，至今還包含已經是聯合國會員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蒙古共和國在內，不僅不合時宜，而且違反國際法。為確立台灣的主權地位，必須取消與繼承中華民國主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主權的虛擬中華民國的國號，才不致引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動武，也唯有制憲，才能向全世界展現台灣作為一個真正民主國家的事實。
李甚至斥責陳水扁總統於二００四年國慶講話中有關「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的提法，是「自己騙自己」，若不拋棄中華民國國號，將使中共得以使用國際法中繼承的原則，「繼承」中華民國，進而主張擁有台澎金馬的主權，為了要自保，台灣一定要放棄「中華民國」國號，正名為台灣。
這些觀點足以理解李登輝於總統任內推動修憲與制度認同轉變的真正用意。

伍、陳水扁總統時期的「台灣制度認同」

陳水扁接任總統後，在李登輝修改中華民國憲法並在台灣內部進行制度認同轉變的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制度認同的改變。

根據陳水扁政府所提施政白皮書的說法，建立分權、制衡的三權分立總統制及單一國會，是施政的重點。
而三權分立總統制及單一國會，涉及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進一步修訂。陳總統認為，在一九九七年修憲後，既有的五權憲法體制仍在，使得代表民意的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大會仍是三頭馬車，需要另一輪的憲政改革，實施三權分立和總統制，並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廢除國民大會，建立單一國會制度。
在陳水扁政府推動的國家制度認同中，顯然針對蔣氏父子用以作為正朔表徵，並賴以維繫其統治的合法基礎的五權憲法制度為主，主張改採三權分立制度。五權分立是否適用，雖然在學界爭論仍多，但卻相當程度的代表了中華民國的法統；否定五權分立，某種程度上也就等於否定遵照孫中山遺教所建立的中華民國憲政制度的深層意義。質言之，陳水扁有關修憲的理念，就台灣的制度認同而言，明顯的比未觸及五權憲法根本的李登輝時代，更具創造性。

陳水扁政府在制度認同上進行轉變的實際行為，就是變相廢除國民大會，並倡議廢除考試和監察兩院，將國統綱領束諸高閣，拒不出任國家統一委員會主任委員，終至提出「一邊一國」，充分地展現了其對制度變革的指導原則和精神，基於此一特殊之精神和原則，使得陳水扁政府的制度變革更寓意識型態，展現重塑制度認同的決心。

一、變相廢除國民大會

一九九九年七月，在若干社會團體的支持下，「公民廢國大行動聯盟」宣告成立，成員包括澄社、台灣教授協會、婦女新知、台灣人權促進會、司法改革促進會、勞工陣線、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社會立法運動聯盟、環保聯盟台北分會、綠色陣線、台北縣社區大學、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都市改革組織、靜宜大學浪淘沙社、逢甲大學論壇社、進步青年社等社運團體，其中不乏台獨基本教義派的支持者，他們在全省發動一連串的群眾遊行示威活動，要求廢除「不合民主體制、自肥且提供黑道漂白管道的國民大會」。

在反對運動菁英的大力推動下，終於造成國民代表大會的實質弱化，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時陳水扁已獲選為總統並等待就任前夕）公布之第六次修憲，國民大會虛級化定案：

（一）、改為「任務型國大」，即「國大虛級化」。

（二）、國代人數三百人並以比例代表制選出。

（三）、必須基於行使職權之必要而選舉產生。

（四）、職權縮小為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複決立法院所提之領土變更案、議決立法院提出之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五）、選舉結果確認後十日內自行集會，集會以一個月為限。

（六）、國民大會代表任期與集會期間相同。

（七）、國民大會代表集會期間之費用，以法律定之。

（八）、第三屆國代任期至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九日止。

   這次國民大會修憲於政黨輪替前夕，攸關國家重大政治變革，若無即將接任總統的陳水扁及民進黨的奧援，絕不可能順利完成。事實上，廢除國大是民進黨的長期主張，國民大會是五權憲法架構下極具代表性的政權機關，因此，將國民大會虛化或廢除，難免啟人疑竇：「國大廢了，是否也代表中華民國質變了？」
陳水扁就任總統後，對於修憲而造成國民大會弱化的現象，表現出支持的態度，且在總統府網站上刊登施政白皮書，表達將廢除「任務型國代」的心意，顯示他對改造此政治制度的決心。

二、提議廢除考、監兩院

中山先生認為考試權和監察權來自「中國固有的東西」（孫文，1986：186），中華民國開國先賢依其遺教，將考試與監察兩權獨立出來，成為五權憲法中的兩權。倡議廢除考、監兩院，不論基於制度便捷的考量，或是深一層拋棄中山先生遺教的用意，都表示台灣當前的政治菁英，不願保留既有五權憲法之憲政架構。

民進黨黨綱明白規定：「台灣本應就主權獨立之事實制憲建國，才能保障台灣社會共同體及個別國民之尊嚴、安全，並提供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幸福、正義及自我實現之機會」。該文件主張過去國民黨維持大而無當的「中華民國五權憲法體制」，是賴以長期維持反民主之統治與特權，因此主張依照台灣主權現實獨立建國，制定新憲。
民進黨籍考試院院長姚嘉文於二００三年二月宣稱，有意以「縮小規模、降低層級」的原則，把考試院改隸行政院，但仍維持考銓業務獨立，最後則達到漸進廢除的目的，此議獲得民進黨團及行政院院長游錫堃的支持，
時任立法院國民黨書記長劉政鴻、親民黨副總召集人邱毅也都認為，在不影響考銓功能、不造成混亂，及具有配套措施狀況下，同意組織精簡。

民進黨對於廢除考試院的態度向來明確，以國、親兩黨維護中華民國制度之殷切，尚且同意作此變革，顯見台灣主流民意並不反對中華民國制度變革，予主政者進行制度認同轉變以方便之門。

三、進一步落實

李、陳二位總統戮力制度認同的轉變，或以制度運作便利為由，或以切斷與大陸的制度關連為考慮，證之於陳總統的言行，可以發現他對憲政制度變革的認知，似乎不侷限於單純的政治運作之順暢，而是含有轉變制度認同的用意。陳總統於二０００年五月二十日的就職演說中稱：「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一般將之稱為「四不一沒有」），
排除了台灣立即或準備宣布獨立的可能，但陳水扁卻也違反既有規定，以總統府已經設立兩岸「跨黨派小組」為由，拒不出任國統會主委，也不召開國統會議，任令國統會的功能凍結，以表達他對現制度尤其是追求國家統一的否定。

一九九０年代的修憲，並未改變有關「固有疆域」的界定，雖然李總統執政後期不斷作出銓釋，意圖將「固有疆域」限定在台澎金馬地區，但終究未形諸於文字，自法律面而言，「固有疆界」仍為一九九一年修憲前的原中華民國疆界。陳水扁拒絕出任國統會主委一職，間接表達對憲法所規定之「固有疆域」做為國家認同目標之否定，是對現行憲法規定之不執行。他以台澎金馬地區為疆域，作為國家制度認同的標的，意圖已十分明顯。

陳水扁追求台灣自主的願望，在二００二年八月宣示「一邊一國」論時達到高峰。
陳明確表達對李總統所宣示的兩岸是「特殊國與國」而非「正常國與國」關係的不滿，進而表示海峽兩邊是「正常的一邊一國」關係。同年九月二十八日，陳水扁以黨主席的身份，在民進黨成立十七週年黨慶大會上，宣佈若在二００四年連任成功，就將於二００六年「共同催生台灣新憲法的誕生」，
同年十月的國慶致詞，陳再度宣示制憲的決心：

現有的憲政架構及其所規範的政府體制，無法滿足台灣現實的需要。過去歷次的修憲，…只能針對特定的議題，局部進行調整，不但無法實現完整的憲政規劃，更留下許多未解的問題，嚴重影響民主的品質和政府的效能。身為中華民國第十任的總統，我有歷史的責任、更有義務要面對憲改的嚴肅議題，…催生新憲法，讓台灣成為正常、完整、偉大的民主國家。…而最後完成的新憲法，也必須交由全體人民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來共同決定。

這些制憲的談話， 

引起國內外的爭論，學者周陽山（2003）認為制憲絕不是單純地追求制度的運作順暢，而是：
（一）與中華民國的過去一刀切開，尤其是與南京時期制訂的中華民國憲法分道揚鑣，象徵在台灣展開憲政新紀元。

（二）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一併拋棄，徹底完成「去中華民國化」和「去國民黨化」。

（三）在「四不一沒有」的前提下，爭取到美國的支持，建立起「中華民國第二共和」。

（四）在公民複決的支持下，可以不理會國、親兩黨的可能阻撓，建立起真正屬於民進黨的憲政體制，並進一步推動「文化台獨」的基本國策。

（五）一旦美方壓力減少，就拋棄「四不一沒有」的承諾，並且再一次推動新的制憲任務，並更改國號、國旗、國歌等象徵符號，進一步完成建國使命。

就制度認同的層面而言，民進黨的制憲或修憲主張，將徹底地與中華民國的舊有制度劃清界線，在新認同的基礎上，進行新國家的再造。這種民粹式制憲的主張，迫使立場不同的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連戰，於二００四年總統大選期間，不得不向該立場靠近。連戰於二０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公開表示，「由人民公投決定中華民國的新憲法，將透過修憲程序完成並施行」。
連戰的提案，並未遭到支持者的重大質疑或反對。若以候選人追求「選票極大化」的原則看待，候選雙方都嘗試自修憲或制憲的爭議中，攫取最大的選票支持，換言之，雙方都已判定制訂新憲法與台灣主流民意的發展相契合，可以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持，顯示台灣主流民意對制度的認同已然轉變。在二００三年年底時，台灣民眾的制度認同已趨近於新憲法的制訂，不再強留一九九一年修憲之前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

二００四年陳水扁連任成功，一般歸因於台灣主體意識的抬頭。雖然陳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在美國的壓力下，改口說希望在二００八年卸任總統之前，能夠交給台灣人民及國家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新憲法，並以「修憲」取代較為敏感的「制憲」，但以陳水扁及其所代表的民進黨追求台灣自主的決心而言，制度認同已朝向台灣自主意識傾斜，顯然不會因陳水扁前後說詞的不同，減低前所宣布的二００六年制訂新憲法以及二００八年建立新國家的目的價值。
前總統李登輝對陳水扁於總統選舉前談制憲，選後卻改稱修憲有所不滿。
至於已被「凍結」的台灣省，陳水扁則堅持必須加以處理。陳於二００四年十月五日在總統府接見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孔傑榮時表示，未來的憲改工程，除一些既有的問題外，前總統李登輝時代進行凍省，而今「省」仍然存在，「所以是否要廢省，也是這次憲改需要思考的問題」。
而「廢省」顯然比「凍省」更能彰顯與過去中華民國法統劃清界線的決心。

陸、制度認同的轉變趨勢

蔣經國時代採國家核心理論，認為目前中華民國的管轄地區雖已縮小，但卻具核心地位，與其他正常國家並無不同，其國際人格不應受到影響，改變的只是治權的縮小而非主權的縮小（張亞中，1998：61）。一九七二年第四次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授權總統訂頒新法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不受憲法第二十六、六十四及九十一條的限制，明訂「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定期選舉」，也為國家長期分裂的狀態做出準備（張亞中，1998：79-84）。但不論是內戰理論或是國家核心理論，兩位蔣總統均認為台灣屬於分裂國家，具有完整的國際法人地位（張亞中，1998：59），其主權與憲法效力及於中國大陸，直到一九九一年四月第二屆國民大會完成第一階段修憲，增訂國會全面改選法源，將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範圍限定在台澎金馬地區，台灣方面才放棄此一觀點（張亞中，1998：78）。
陳水扁執政時期，提出兩岸「一邊一國」互不隸屬的主張，並於二００三年底起，進一步要求以公投修憲方式，使得台灣的國家定位，與在南京締建的中華民國進一步有所釐清，迫使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連戰，也於二０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公開表示，認同制訂新的憲法。陳於二００四年連任成功，一般將之歸因於台灣主體意識的抬頭，以及「一邊一國」的主張獲民意的肯定。

陳總統希望進一步強化台灣的國家認同的作為，在學理上採取的，似乎是「分解理論」，認為一個國家因戰爭、國際條約或協定，分解為兩個以上主權國家，原有國際人格消失（張亞中，1998：63）。依此理論，民進黨政府將台灣與大陸的主權定位有所區隔，對反對者而言，陳總統的作法，是在台灣的政治制度中，進一步將「中國」的因素抽離，達到對等國家的目的。

柒、結論

新興國家人民的制度認同並不固定，主政者得以根據事實需要進行改變，並以教化要求人民配合。過去兩位蔣總統，就是經由制度的設定與教化，將台灣人民自對日本殖民時代的制度認同，轉變為對中華民國的制度認同。自制度認同的角度觀察，自兩蔣時期經李登輝至陳水扁，台灣對於中共的政治制度，自否定終至肯定。透過政治社會化的力量，台灣民眾對中華民國的政治制度的認同，也出現不同的折轉。兩蔣時代中華民國的政治制度認同，乃建立在對在南京締建的憲政體制的維護，進而否定中華人民共合國的政治制度運作，以換取代表中國的合法地位並壓制否定中華民國憲政制度之基礎之上。至李登輝主政，一方面承襲了兩蔣時代所奠定之中華民國政治制度的認同基礎，另一方面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體制，使得台灣人民在既有的制度認同中，加入對中華人民共和政治制度的尊重，其運作似乎是介於「泛中國」與本土制度認同之間，以李總統的用語，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體現。到陳水扁政府時代，在「一邊一國」的基礎上，進一步倡議修訂五權憲法及相關規定，創造新的制度認同，並以社會動員的方式，讓台灣民眾參與新制度認同的整建工作，奠定兩岸作為兩個對等國家的事實。自制度認同的角度而言，此一轉變符合台灣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事實表述。經過李總統及陳總統時代的制度調整與教化，台灣人民的制度認同，逐漸由傳統「泛中國」的制度認同，轉向台灣「本土制度」認同。主政者似乎認為，若台灣民意解體認其所奉行的制度，乃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因而認定兩岸實為兩個對等的政治體制，為各不相屬的對等國家，那麼台灣主流民意易於展現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加於台灣的各項可能的併吞措施，這種想法無疑是顯而易見的。

各時期主政者在面對主客觀因素下，對於台灣和大陸的相互定位，自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追求統一，轉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追求獨立，不同立場誘使制度變革與認同出現變革，在當前的政治環境裡，這種趨勢似難以轉變。

    台灣內部的統獨爭論仍然激烈，又因選舉頻仍，社會加速分化，持不同立場的人士，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依賴族群或共同文化做為國家認同的基礎，使得政治制度認同在現階段國家認同中的作用日增。第六屆立委已然產生，新的政治版圖也告確定，主政者運用新的政治情勢，進一步發展制度認同與國家認同，不僅與台灣內部政治生態的轉變有互為因果的關係，也牽動著兩岸關係的發展，對於台灣的未來，具有莫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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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 HYPERLINK "http://www.ettoday.com/2004/09/01/301-1680117.htm" ��http://www.ettoday.com/2004/09/01/301-1680117.htm� ETToday 網站新聞。外交部長陳唐山於2004年10月9日上午，與查德共和國外交暨非洲整合國務部長亞瑪舒簽署聯合聲明。這份聯合聲明以中文及法文繕製，法文版本中關於中華民國的國號稱呼，使用「中華民國（台灣）」，即「Republique de Chine（Taiwan）」。


� 請參閱：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Taiwan/ cna_2004_10_08_23_18 _07_890.html多維新聞網站。


� 江宜樺認為，英文的nation雖可指涉一切治權獨立的政治共同體，如希臘的「城邦」、羅馬「帝國」、近代「民族國家」、東方「專制王朝」、以及非洲的「部落」，這種廣義的「國家」相當於英文的「政治實體」(body politic)、「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或「政治體」(polity)，也可指涉近代才出現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江宜樺在討論「國家認同」問題時，將「國家」限定為廣義的國家，也就是「政治共同體」，最後認為必須明確的以「政治集體認同」才足以表達國家認同的真正意涵，見江宜樺（2000: 6～7）。另參閱江宜樺（2001: 190～191）。


� 如吳乃德、王甫昌、林佳龍、施正鋒、徐火炎、徐宗懋、徐遠和、張茂桂、廖中山、Christopher Hughes、Anthony H. Birch、Peter Boerner、Craig Calhoun、Martha Cottan、Richard Cottam、Ernest Gellner、Ernst B. Hass、Anthony Smith、Alan M. Wachman等人之研究。


� 如賴怡忠，〈了解台灣民意是制定對台政策的前提（上）〉，張貼於：蕃薯藤新聞http://news.yam. com/tdn/politics/200411/20041124513861.html。


� 如王曉波（2002）。


� 如鄭海麟、丘宏達、張亞中、林立、許宗力、郭正亮、陳英鈴、游盈隆、黃昭元、廖福特、鄭永年、蘇永欽、J. F. Copper、 Alan M. Watchman、Steven Philips、Robert P. Weller、Murray A. Rubinstein、Hungdha Chiu、Hermann Halbeisen等人之研究。


� 台灣主權根據開羅宣言等文件所引發的歸屬問題爭論已久，2004年11、12月間，因第六屆立委選舉將屆，相關問題再度被提及，適逢高中歷史教科書的編排問題的提出，進一步引發爭論，為此，2004年11月10日，台北市市長馬英九認為台灣地位已定，法務部長陳定南、教育部長杜正勝、國防部次長蔡明憲、外交部次長高英茂等人卻持相反意見，雙方在行政院院會中相持不下。請參閱：大紀元� HYPERLINK "http://www.epochtimes.com/b5/4/11/10/n713728.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4/11/10/n713728.htm� 網站。


� 如盧建榮、吳泉源、吳能遠、郭俊次、郭洪紀、黃俊傑、葛永光、Sung-sheng Yvonne Chang、Edwin A. Winckler、Thomas B. Gold、Chu Ten等人之研究。


� 雷震於民國四十六年起，於「自由中國」雜誌中發表一系列定名為「今日的問題」之社論，前後共計十五篇：「是甚麼，說甚麼」、「反攻大陸問題」、「我們的軍事」、「我們的財政」、「我們的經濟」、「美援運用問題」、「小地盤、大機構」、「我們的中央政制」、「我們的地方政制」、「今天的立法院」、「我們的新聞自由」、「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我們的教育問題」、「近年的政制理想與作風」、「反對黨問題」；並於民國四十八、九年間，進一步就「修憲風波」、蔣中正總統二屆任滿之憲政問題、「政黨的承認問題」，討論組織新政黨等，提出批判文章，終於遭致蔣中正政府的鎮壓。


� 請參閱：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第二條及第四條之相關規定。


� 蘇永欽認為，修憲之後，大法官於一九九八年通過的四八一號解釋，提到民國八十三年制訂的省縣自治法六十四條，有「轄區不完整之省」可以由行政院另定政府組織，此「轄區不完整」是間接肯定了「治權縮收而主權未縮收」的通說。所以高等法院在民國八十九年的一件刑事判決中，說「我國並未放棄對大陸主權，其追訴犯罪之刑事權，自亦不因是事實之障礙而不及於大陸」。另由大陸地區人民可依憲法第十條主張「入境自由」，證諸各國法律只有同一國家人民才能主張「自由入境」，且大法官在一九九八及一九九九年分別做出第四五四號及四九七號解釋，兩度以憲法第十條為基礎審查限制大陸人民入境居留的法令，其實也是間接承認大陸人民的國民身份，只是治權不及於他們而已，所以蘇永欽認為兩岸關係應該更接近「特殊國內關係」。見蘇永欽（2001: 312-313）。


� 請參閱：台灣省政府：http://www.tpg.gov.tw/a-administrator/intro-01.htm。


� 趙永茂，〈修憲「凍省」的過程與影響〉，張貼於：http://www.inpr.org.tw/inprc/pub/jounals/170-5/ m174_1.htm


� 《聯合報》，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十九日相關報導，張貼於：http://issue.udn.com/FOCUSNEWS/LEE/ d6.htm 


� 請參閱：台灣省政府：http://www.tpg.gov.tw/a-administrator/intro-01.htm


� 參閱：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從「精省」經驗規劃未來「政府改造」的配套措施研究報告》（編號：RDEC-RES-091-009），第24-35頁相關論述。


� 「社論」，《台灣日報》，民國八十七年一月十五日，版2。


� 劉文仕，〈「省」掉一層級，縣市政府發展更積極〉，《自立早報》，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版11。


� 趙永茂，「修憲『凍省』的過程與影響」，張貼於：http://www.inpr.org.tw/inprc/pub/jounals/170-5/ m174_1.htm。


� 請參閱：1997年6月26日，台灣教授協會「支持凍省 公投入憲」記者會通知，張貼於：� HYPERLINK "http://www.taup.org.tw/story/announce/970607/970625.html" ��http://www.taup.org.tw/story/announce/970607/970625.html�。 


� 請參閱：1997年7月20日臺灣獨立建國聯盟臺灣本部代表大會，由副主席黃爾璇作「臺灣獨立建國運動與政治情勢報告」，其中有關臺灣在一九九七修憲過程及結果評析要點，見� HYPERLINK "http://www.wufi.org.tw/ng/ng42.htm" ��http://www.wufi.org.tw/ng/ng42.htm� 


� 參閱〈台獨〉：� HYPERLINK "http://membres.lycos.fr/taidu/summary4.htm" ��http://membres.lycos.fr/taidu/summary4.htm�。


� 參閱：〈台獨的理論與實務〉，http://membres.lycos.fr/taidu/summary4.htm


� 蘇起在任台灣兩岸事務最高機關的陸委會主委期間，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輝發表「兩國論」後的七月十二日的中外記者會中，為李登輝「兩國論」做出解釋與辯護：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別統治台灣與大陸兩地，是個不爭的政治與法律事實，「兩國論」的宣示是在明確陳述兩岸關係的現狀，同時，在台灣方面的認知中，認為「一個中國」是未來式，但在國際間卻誤用成現在式的”There is only one China”，使得兩岸的關係成了”Taiwan is part of China”，而China在國際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所以進一步成了”Taiwan is a part of PRC”，對台灣國際生存空間遂有極度不良的影響，為了與這種狀況對抗，所以以”state to state” “inter-state relations” “two states in one nation”等英譯表達「特殊國與國關係」，所以「兩國論」具有務實性。蘇起的說法，參閱：行政院陸委會（1999: 10-20）。


� 請參閱〈反台獨、反內戰、就台灣〉，劉國基編，《兩國論全面觀察》，頁14～19；〈新黨對李登輝總統有關兩岸關係言論之聲名〉，劉國基編，《兩國論全面觀察》，頁22；新華社評論員，〈絕不允許破壞兩岸關係的基礎〉，劉國基編，《兩國論全面觀察》，頁236；及施正鋒（2001: 443）。


� 就陸委會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九月統計的十餘類民調資料顯示，最低的支持度是43%，最高的達81.8%，不支持的最低是13.6％最高是29.6%。詳細資料請參閱行政院陸委會：http://www.mac. gov.tw/big5/mlpolicy/pos/890131/88tab14.htm。


� 《中國時報》，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九日，版A4。


� 《聯合報》，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十二日，版A4。


� 請參閱：總統府� HYPERLINK "http://www.president.gov.tw/1_president/subject-04a.html#speech3" ��http://www.president.gov.tw/1_president/subject-04a.html#speech3�網站的「施政白皮書」內容。


� 請參閱：總統府http://www.president.gov.tw/1_president/subject-04b.html網站的「施政白皮書」內容。


� 「公民廢國大聯盟組」織架構計分：1.發起社團：如文中所列。2.行動委員：瞿海源（澄社社長）、施明德（立法委員）、黃宗樂（台教會會長）、郭吉仁（社會立法行動聯盟秘書長）、黃文雄（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張緒中（中華電信工會理事長）、范光群（全國律師公會理事長）、王如玄（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陳惠馨（女學會會長）、劉渤（勞工陣線理事長）、鄧昭芳（台灣醫界聯盟會長）、曾旭正（都市改革組織理事長）、郭凱迪（台灣青年廢國大行動聯盟）、鄭功明（台灣青年廢國大行動聯盟）等。3.召集人：瞿海源、施明德。4.工作小組：瞿海源、施明德、郭凱迪、鄭功明、郭吉仁、錢林慧君、陳瑞基、謝翠玉、陳涓淇、林獻葵、郭晏銓、劉明堂、吳思瑤、李崇禧、邱垂正、李秀珍、范雅竹、顧家銘、游美齡、周雯瑛、魏廣文、陳炤輝、魏伶穎、許家華等人，其活動與訴求請一併參閱：http://news.yam.com/forum/cheng/199907/11/02853700. html


� 參閱陳怡如撰〈淺論第六次修憲變革：「國民大會」篇〉，張貼於： http://home.kimo.com.tw/ jyfd6113/c011.htm，第六次修憲後與國民大會相關的條文包括：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規定：「國民大會代表三百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經公告半年，或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時，應於三個月內採比例代表制選出之，不受憲法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一百三十五條之限制。比例代表制之選舉方式以法律定之。國民大會之職權如左，不適用憲法第四條、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二項、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一、依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二款之規定，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二、依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五項之規定，複決立法院所提之領土變更案。三、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十項之規定，議決立法院提出之總統、副總統彈劾案。國民大會代表於選舉結果確認後十日內自行集會，國民大會集會以一個月為限，不適用憲法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之規定。國民大會代表任期與集會期間相同，憲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停止適用。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任期至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九日止。國民大會職權調整後，國民大會組織法應於二年內配合修正。」第八條規定：「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之報酬或待遇，應以法律定之。除年度通案調整者外，單獨增加報酬或待遇之規定，應自次屆起實施。國民大會代表集會期間之費用，以法律定之。」


� 參閱：� HYPERLINK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725000/7259922.stm"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725000/7259922.stm�，BBC駐台特約記者楊孟瑜相關報導。


� 請參閱民進黨黨綱，張貼於：http://www.dpp.org.tw/history/pub/LIT_6.asp? ctyp= LITERATURE &catid=1742。


� 請參閱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八日，中時電子報，張貼於：ttp://andywant.chinatimes.com.tw/scripts/ chinatimes/iscstext.exe?DB=ChinaTimes&Function=ListDoc&From=1&Single=1。


� 請參閱：� HYPERLINK "http://www.cdnnews.com.tw/20030208/news/zyxw/733210002003020721095570.htm" ��http://www.cdnnews.com.tw/20030208/news/zyxw/733210002003020721095570.htm� 網站相關報導。


� 請參閱總統府：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docset/showspeak.php4網站中有關就職演說全文。


� 依據民國七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總統府秘書長華總一五七一七號函頒行之「國家統一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第一條：總統為在自由、民主的原則下，加速國家統一，研究並諮詢有關國家統一之大政方針，特以任務編組方式，設置「國家統一委員會」。


第二條：本委員會主任委員由總統擔任。副主任委員三人，除由副總統及行政院長擔任外，另一人由總統聘任。請參閱：行政院陸委會� HYPERLINK "http://www.mac.gov.tw/big5/rpir/3_8.htm" ��http://www.mac.gov.tw/big5/rpir/3_8.htm�網站。


� 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是在二００二年八月三日，在總統府以視訊直撥方式，參加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聯合會第二十九屆年會致詞時所公開宣佈。


� 《聯合報》，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版1。


� 參閱：「民國九十二年陳水扁以總統身份主持九十二年國慶，發表國慶祝詞言論」，張貼於：總統府� HYPERLINK "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網站�。


� 《聯合報》，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1版。連戰所提的「修憲三部曲」是：（一）、國親聯盟與民進黨在二００四年二月一日前各自提出新憲版本；（二）、二００四年中完成公投入憲，在現行憲法增加「公民複決條款」；（三）、二００五年年初交付人民公投複決新憲。


� 參閱：總統府� HYPERLINK "http://www.president.gov.tw/2_special/2004_520/subject3.html" ��http://www.president.gov.tw/2_special/2004_520/subject3.html�網站，及民國九十二年陳水扁以總統身份主持九十二年國慶，發表國慶祝詞言論，張貼於：總統府http://www.president. 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網站。


�李登輝認為若陳水扁不敢做，就「惦惦就好」，由老百姓來作。見《聯合報》，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九日，版A4。


� 《聯合報》，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六日，版A4。


� 陳水扁於二００四年於三月二十九日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外交新聞主編David Hoffman、駐北京特派員Philip Pan專訪時表示：對於中共的一個中國政策，不是我個人不接受，而是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都沒辦法接受一國兩制，這次的大選，本人之所以能夠從四年前的百分之三十九點三的得票率，成長到今天的百分之五十點一，我相信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台灣主體意識的覺醒與抬頭。於同年四月一日接受日本讀賣新聞專訪時也說，他所主張的一邊一國關係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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